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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具有全局性意义。“共

抓大保护”战略提出以来，特别是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实施以来，各方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绿色转型发展，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系统梳理和调查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态势，剖析了

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长江大保护战略深入推进和长江保护修复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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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整个长江经济带经济的腾飞。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的空间管控和高强度开发，导致长江经济带的资源环境压力快速增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水生

生物种类和数量持续减少，多种珍稀物种濒临灭绝，生态系统功能明显退化。尤其是沿江重点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

矛盾突出，地质灾害频发，江湖、河湖关系紧张，湖泊富营养化等问题明显加剧[1,2]。2016年“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以后，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相对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转向高质量绿色发展，由开发利用主导转向保护修复主导。近年

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绿色发展态势凸显，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本文系统梳理和调查分析

了长江经济带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态势，剖析了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长江大保护战略深入推进和长江保护

修复实践提供参考。 

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1.1流域空间管控明显加强 

自“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提出以来，流域空间管控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2017 年 7 月发布的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提出细化、量化的目标和任务，其中强调了流域“空间管控，分区施策”,

根据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特征，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强化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系统构建生态安全格

局；提出“强化底线，严格约束”,落实“三线一单”(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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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提出“西部和上游地区以预防保护为主，中部和中游地区以保护恢复为主，东部和下游地区以治理修复为主”。通过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长江经济带 25.47%的国土面积得到有效保护，结合“三线一单”的实施，重要生态空间和环境空间得到了有效

的管控。自然资源部组织编制《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开展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试点，构建差别

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制定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长江流域各省(区、市)编制印发“三线一单”,建

成信息共享系统；同时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成果技术审核，建立长江经济带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体系，明确产业发展、区域

开发、岸线利用等方面管控要求。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等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通过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长江流域空间

管控要求进一步落实、空间管控措施得到加强。 

1.2河湖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依据《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0 年长江流域监测的 510 个水质断面中，I～III 类水质断面占 96.7%,比 2019 年

上升 5.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3.3%;流域内国控断面水质全面消除劣Ⅴ类。2008～2020年长江流域Ⅰ～Ⅲ类水质占比为 80.9%～

96.7%,最低值出现在 2011年，最高值出现在 2020年，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3]。长江流域主要污染物浓度呈下降趋势，其中，高

锰酸盐指数年平均值由 2011 年的 4.10mg/L 降至 2020 年的 2.69mg/L,五日生化需氧量由 3.03mg/L 降至 1.39mg/L,氨氮浓度由

0.88mg/L降至 0.18mg/L,化学需氧量由 18.8mg/L降至 11.0mg/L,总磷浓度由 0.157mg/L降至 0.072mg/L[4]。重点湖库水质得到一

定改善，近 10年来太湖、巢湖、滇池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太湖、巢湖均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滇池由接近

重度富营养状态转变为中度富营养状态[4]。同时，跟踪调查发现，近年来长江干流滨岸水环境有较大改善，2020年和 2017年相

比，优良比例从 57%提升到79%,南京以下江段总氮浓度由 1.78mg/L下降至 1.32mg/L,总磷含量由0.089mg/L下降至 0.082mg/L[5]。 

1.3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十三五”期间，长江流域累计完成造林 0.147亿 hm2、森林抚育 0.08亿 hm2、石漠化治理 104万 hm2,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 7.85万 hm2;完成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两岸 10km范围内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1.3万 hm2[4]。1980～2015年，长江经济带

湿地消失和新生并存，长江经济带的河流湿地和沼泽湿地呈减少趋势，湖泊和库塘湿地呈增加趋势，整体上长江经济带湿地呈增

加趋势，从 1980年的 50175km2增加到 2015 年的 56257km2[6]。根据 2020 年长江流域水生态状况调查监测试点成果，流域内共监

测到浮游植物 8门 274种(属),硅藻门为绝对优势类群，共 116种，占 42.3%;共监测到着生藻类 7门 273种，硅藻门为绝对优势

类群，共 136 种，占总种类数的 49.8%[4]。长江部分江段江豚观测到的频次明显增加、多年未观测到江豚的江段发现江豚出没。

底栖生物结构有所改善，实地采样调查表明武汉至南京江段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指数由2017年的1.137上升到2020年的1.568。 

1.4岸线整治恢复效果显著 

沿江相关省市相继开展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工作，整治重要项目 1000余个，清理整治了大量砂石及小散码头、修造船点

等，拆除非法码头 1200余个，腾退岸线 500余公里。岸线利用“小散乱”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效果，特别

是以南通、南京、芜湖、九江、黄石、宜昌等地的岸线整治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果。研究发现，2016～2020 年长江岸线资源开

发利用率总体下降 0.37%,其中四川、重庆、江西开发利用率上升，其他省市开发利用率下降。开发利用率上升最高的是四川省，

上升 0.92%;开发利用率下降最高的是湖南省，下降 2.64%。2020 年长江自然岸线保有率 65.5%,较 2016年提高了 0.37%,说明长

江岸线利用与保护的平衡发生了重要转折，由大开发转向了大保护。整体港口工业岸线长度减少了 60.8km,占开发利用岸线比重

下降 1.7%。而从各省份来看，湖北省港口工业岸线占比下降最多，下降了 4.3%;另外港口工业岸线下降的省份还有安徽省和江苏

省。从各城市来看，开发利用率降低最为明显的城市包括常州、扬州、南京、芜湖、黄冈、岳阳、荆州等城市。自然岸线保护格

局得到维持和优化，岸线景观质量大幅提升，临江不见江、临江脏乱差的情况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也有效增加了居民休闲游憩的

生活空间、生物栖息的生态空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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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趋势 

2.1协同发展与保护格局初步形成 

由于长江经济带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国家推动“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关键纽带之一[8]。2014 年国家成立了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总体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指导性文件，致

力于推进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以城市群为核心，长江经济带建设推动了地区之间彼此开放、密切合作，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资

源要素优化配置和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初步建立了协同发展与保护格局，提升了经济带的整体竞争力。国家和相关省市相继出台

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滇中城市群发展规划》、《黔中城市群

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等多个规划政策文件，促使以城市群为核心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区域协

同发展。近年来，城市会商会/协调会以及联席会机制不断深入发展，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合作，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

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9,10]。2018年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对流域上下游间生态补偿进行了系统性的安排。2019 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长江经

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建立完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保护硬约束机制，各省市也分别建立了细化的负面清单指南，

系统开展了小水电清理整改、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和生态价值实现等工作。 

 

图 1沿江城市长江自然岸线长度和占比变化(2016～2020) 

2.2产业结构升级与布局优化加快 

创新驱动发展活力持续加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5%,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进一步提升，

2015～2020年间 R&D经费支出增长了 87%。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了下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

备等特色产业集群，首批国家公布的战略新兴产业集群有 30个，将近占全国的一半。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变化呈现明显了两个发展阶段：大开发快速发展阶段(2009～2016年),化工产能快速增长，占全国比重从 38.6%上升至

42.0%;大保护迅速调整阶段(2017～2019 年),2016 年大保护战略提出以后，长江经济带化工产能增长的趋势受到了制约，占全

国比重从 2016年的 42.0%持续下降至 37.4%。沿江地区相继开展了化工产业专项整治行动，关停并转化工企业 3000余家，“化

工围江”问题得到了扭转，特别是江苏省、湖北省的化工整治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并形成了典型的治理模式。 

2.3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逐步提升 

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条件优越，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率高。随着人口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带耕地面积快速减少，水土资源承载

压力凸显，推动资源可持续利用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11]
。资源供需结构不断优化，地下水供水量逐年减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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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用水占比不断提高，用水效率不断提升，与 2015 年相比，2020 年单位 GDP 耗水和单位工业产值工业耗水分别下降了 35.72%

和 37.05%。随着国家长江大保护的推进，林地等生态空间在局部地区增加明显，但建设用地增长对耕地的占用居高不下。土地

用地利用效率明显提高，2020 年单位建设用地 GDP 产出相比 2015 年提升了 78.2%。能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相较于 2015 年，

2019年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了 33.75%,然而能源利用效率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单位 GDP能耗是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 2

倍以上。中上游省市资源利用效率提高速度较快，但资源利用效率梯度差异明显，下游省市资源利用效率高于中游省市，中游省

市高于上游地区省市。 

表 1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结构及效率 

 

供水结构(亿 m3) 用水结构(亿 m3) 

总量(亿 m3) 
万元 GDP耗水 

(亿 m3/万元) 地表水 地下水 其他 农业 工业 生活 生态补水 

2015 2508.1 98.8 15.8 1384.4 830.2 380 27.9 2622.5 85.9272 

2016 2495.4 94.9 16.9 1354.2 828.6 393.8 30.6 2607.2 77.32324 

2017 2524.9 91.5 20.8 1387.8 815.4 402.2 31.8 2637.2 71.08385 

2018 2531.3 85.2 21.9 1380.3 809 414.9 34.4 2638.6 65.47634 

2019 2537.9 80.8 26.3 1400.2 786.9 419.8 38.2 2645.1 57.77785 

2020 2383.8 63.4 35.7 1341.7 672.7 412.4 56.5 2483.3 52.6591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图 2长江经济带及相关省市与世界及主要国家能源利用效率对比(2019年) 

2.4污染控制与环境治理能力加强 

近十年来，长江经济带的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能力持续提升。针对长江经济带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

组联合 11省市深入推进沿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4+1”工

程。工业污水处理能力和水平逐年提升，其中在 2015 年、2016 年提升最为显著，到 2020 年经济带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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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较全国平均高 1.2个百分点，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高于全国平均利用 10个百分点之多，达到 66.5%,城市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常年处于 97%以上，并且通过焚烧处理的生活垃圾占比逐年增大，从 2015 年的 44%提升到 2020年的 69%。持

续推进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各种来源的废气排放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废气下降明显，废气中二氧化硫排

放量在 2015年至 2016年间下降一半。因工业排放的颗粒物增加明显，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在 2016年出现一个高峰，但其后便

逐年降低，2020年下降了 60.52%。随着重点支流保护修复深入推进，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到 75%

以上。 

 

图 3长江经济带单位工业产值污水中 COD排放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3 主要问题与建议 

3.1化工和岸线整治面临瓶颈，急需制定针对性措施 

长江沿岸局部重化工基地历史欠账多、产业依赖深，化工产业绿色转型面临瓶颈。长江干流沿岸 27 个城市中 90%以上的区

县布局有化工企业，农药、涂料、合成材料等污染较大的行业分散布局更加明显[12]。化工企业布局与长江重要的珍稀水生动物及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地空间冲突明显，化工企业占用保护地岸段长度达 80余公里。对高开发强度岸线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难点和历

史遗留问题研究不足、解决缓慢。保护地岸线被占用和干扰达 800km,尤其对长江刀鲚和四大家鱼保护造成很大影响。由于历史

原因，这些岸段的整治大多处于搁置状态，大型港口工业园与水生生物保护区、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空间冲突和干扰问题解决成

本高、难度大，缺乏针对性政策措施。因此，建议开展以化工为重点的沿江产业行业水平大普查，压减、淘汰落后的工艺与附加

值低、污染大的行业，鼓励对现有园区进行分类整合与改造，进一步推进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统一认定和规范化管理。开展岸线

利用科学性评估与问题诊断，制定分阶段、分区域整治提升计划。建议对开发利用强度高、历史遗留的问题岸段开展专题研究，

对岸线利用的结构、效率、功能以及生态环境影响等问题进行“把脉问诊”。制定阶段性整治提升计划，因地制宜制定岸线准入

与退出机制。鼓励工业岸线利用纵深发展，降低工业特别是化工岸线的生态环境影响。对历史遗留问题岸段开展岸线利用科学性

评估，制定港口工业调整或保护地范围调整的优先序，制定历史遗留问题整治行动方案。 

3.2局部水环境质量提升缓慢，急需加强流域重点治理 

部分支流水质仍然较差、湖库富营养化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乌江、岷江、沱江总磷超标问题依然突出，太湖、巢湖、滇池水

华发生程度并未明显改善，洱海水华控制亦存反弹风险。由于磷矿采选与磷化工产业导致的部分河段总磷超标问题仍未得到解

决[13]。同时洪水脉冲对瞬时水环境污染不可忽视，上游磷石膏堆场分布在沱江等支流两岸，遇雨水或洪水来时大量淋溶水直排入

江，导致总磷浓度长期超标。调查发现，2020年长江干流三峡段以下滨岸水域总体仍以Ⅲ和Ⅳ类水质为主，二者占比高达 76%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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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见，长江干流全面Ⅱ类水质难以反映长江滨岸污染带治理的实际情况。长江滨岸带以及部分支流、湖泊的治理缺乏系统

性，在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流域治理上缺乏统筹，特别是“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缺少针对性的系统治理行动方案。因此，

建议加强湖泊—河流—流域治理合力，弥补流域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不足。特别是隶属于不同行政区的大中型湖泊流

域，加强要多部门协同管理。推进治理范围从局部水环境治理到流域综合治理、重点治理方向转变，治理思路注重因地制宜、因

地施策，治理技术措施强化源头、过程、末端相结合的系统治理。特别是大力推动水环境治理由污染治理向生态系统提升和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转变，努力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的目标。 

3.3生态修复长远目标不清晰，急需研发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当前长江生态保护与修复存在过度强调单一生态目标的保护或局部江段修复的手段，对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物

质与生物信息交流在空间上的通畅性考虑不足。调查发现，长江水生生态改善效果不显著，浮游植物种类依然以蓝藻和硅藻为

主，群落结构单一。扬州夹江口以下江段底栖动物恢复不明显，超过 82%调查点以耐污类群摇蚊幼虫占优，沉积物中有机质污染

较为严重，清洁类群双壳纲占优的点位百分比仅为 18%。长江生态修复缺乏统一标准，部分地方热衷于大拆大建早见效，对自然

修复、长期维护缺乏耐心，存在过度追求景观形象。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多以植树种草为主，倾向于简单地表绿化，将生态修复

简化为绿化工程，生态保育功能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和改善，生态修复长远目标不清晰。因此，建议加强长江流域“水-岸-陆”

各生态环境要素完整性和共生共存理论研究，开展相关关键技术研发。有机连接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河流水系、自然山体和生

态绿地，加快生态廊道建设。在长江“水-岸-陆”系统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开发不合理、滨岸带水质下降、生物多样性降

低、水体生态功能下降、生态廊道不畅等诸多问题，从流域综合治理角度制定以岸线为核心的保护修复系统性规划。加强综合治

理系统性和整体性，注重生态修复的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推动形成以岸线为代表的生态修复空白区、起步区技术标准与规范，

推进长江滨岸带生态环境修复，示范带动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3.4保护修复资金投入不稳定，急需探索生态价值转换路径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修复现有资金主要是专项资金、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保护修复奖励和生态补偿资金，资金主要

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年来少量社会资本通过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方式参与进来，但资金规模和影响都还有限。长江经济带

生态保护和修复资金来源还较为单一，并且长江生态自身价值在生态修复和保护投入中没有被利用。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路径、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成为弥补生态修复资金不足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国家鼓励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试点工作。

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长江经济带，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重心，还提供了丰富的优质生态产品。因此，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专项生态修复的同时，急需探索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生

态价值实现，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可持续性，既提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修复新的重要资金来源，又驱动地方政

府自发地、积极地进行生态保护和修复，形成良性循环，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的一个重要

途径。 

3.5科技对绿色发展支撑不足，急需强化协同创新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长江经济带建设既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同时又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走廊，创新发展是

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经济带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缓慢，二者的产值之比由 2000年的

31.83%仅提高到 2020年的 32.39%。从轻重工业比来看，长江经济带重工业占比不断上升，由 2000年的 6.75%上升至 2020年的

6.98%,其中江苏省重工业占比超过 30%、浙江省、江西省和四川省重工业占比分别为 14.82%、9.01%和 8.70%。长江经济带目前

仍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基地，亟待推动创新驱动的绿色转型发展，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14]。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资源集

聚能力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但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由东向西梯度下降。在当前国家新基建和畅通国内大循环形势下，长江经济

带需要做大做强优势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加快创建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深度挖掘科技创新潜力，挖

掘人才存量，激活现有人才的创造活力，以国家级高新区为依托，推动产学研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发展，建设一批跨界跨区产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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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协同创新基地等，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15]。针对长江经济带重化工产业比重

高的特点，支持园区系统创新和模式创新，积极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园区，探索生态环保与经济建设协同

发展新路径。建立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生态环保领域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大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力度。 

4 结语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的转变无疑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历史发展和转变的缩影。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研究重点也由开发向保护转变、由保护向生态修复转变。虽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绿色发展呈现良好的

态势，但是仍然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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